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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0364322]摘要：社会治理智能化进程中的算法歧视、社会关系异变与权力结构失衡等现象极易诱发利益冲突，具体包括正向冲突和逆向冲突两种，需要系统规范的法律程式以应对复杂的社会冲突。为此，可尝试进行妥协式的纾困治理，对以人工智能本体、直接客体和间接客体构成的三维空间进行分层规划，同时树立社会冲突治理的整体观，强调传统规制的主导地位，建构应对社会冲突的综合性治理方略，最后辅之以技术理性确保法律可以将未来人类社会必需而又充满肆意的智能技术关入规制的“牢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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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omise Relief of Social Conflict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ce
Li Yuanhua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Phenomena such as 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social relationship changes, and power structure imbala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igent social governance can easily indu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two types of conflicts, positive conflict and reverse conflict, which requir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legal procedures to deal with complex social conflicts. For this reason, compromise-style relief governance, and hierarchical planning can be carried out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ompose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tology, direct objects, and indirect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establish a holistic view of social conflict governance, emphasiz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regulations,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trategy to deal with social conflicts. Finally, it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technical rationality to ensure that the law can lock the necessary and want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human society into the "cage" of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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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1年4月5日，货车司机金某驾驶货车经过某治超站时遇到路警开展联合执法调查，结果发现金某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未正常在线，随即路警将车辆引至治超站接受调查，金某见状后自行至附近超市购买农药后返回治超站，经询问得知处罚标准为2 000元后自杀身亡[1]。此案在网络上迅速引发热议，尤其金某将临终“遗言”以文字和视频的形式通过自媒体向外公布后，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早已超出了普通行政处罚纠纷案的范畴。以法学视角看，此案应聚焦的问题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应关注此案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法理逻辑，即此案之所以会产生“冤假错案”式的社会舆论和反应，其原因何在，为何民众将舆论的最终矛头指向了社会压力和行政执法？ 
首先，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同众多的瑕疵行政执法行为一样，备受人们诟病的行政行为在很多时刻却并不是违法行为，如治超站的行政处罚行为即便处于执行环节也并不能据此判断行政机关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原因在于：第一，导航终端设备掉线是不争的事实；第二，存在法律对导航终端设备掉线处置的明文规定；第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正式下达。故严格意义上讲，治超站的行政行为属于程序瑕疵但并不是违法行为，至少从形式上作出违法行为的主观判定欠缺合理性。
其次，从行政内部管理机制看，虽然“以罚代管”“罚款创收”等一系列舆论指责以行政行为作为目标，但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6条早已明文规定了罚款收缴分离的制度，同时《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4条明确规定罚款必须上缴国库，所以法律层面上的“罚款创收”并不能成立。但这并不代表罚款的数额与执法行为没有关联，作为执法部门，其考核指标设定上是否有关于罚款数额的指标在此无法考证。实言之，执法人员的绩效考核与社会治理目标本质上就存在着互为对立的一面，社会治理者希望达成零违法的价值目标，但距离此目标越近就意味着执法人员的工作指标完成度越低，所以执法人员事实上也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
最后，从冲突焦点出发，一者，行政处罚并未正式作出；二者，被处罚人也并未明确被下达确定性的处罚决定，故事实上双方均处于行政处罚的犹豫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导航终端设备并不在线，故无论是人为损害还是设备自身故障所致，此状态在事实上已然构成了被处罚人违法的事实，所以需要进行举证的不是违法事实，而是导致违法事实的原因。
综上，导致违法事实的原因不止被处罚人无法举证，同样执法人在短时间也无法举证，故冲突的原因转向了使用者和监管者对于智能设备的无力感，进而因为此等原因导致了一场对争议双方都无法苛责的冲突。导航终端技术距离人工智能的定义也许仍有一段距离，但作为弱人工智能（AI）的衍生品，其同样也会因为技术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增强而引发人机冲突，于是关键问题为，该如何妥善应对智能化格局下的社会冲突，从而避免此等悲剧的发生？
[bookmark: _Hlk117156998]2 智能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冲突的动因
[bookmark: _Hlk118911732]作为一把“双刃剑”，智能化技术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关于伦理、技术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矛盾，尤其在虚拟社会治理中，其已然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动因。
2.1 阵痛期下的技术偏见
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厂发生一起机器人杀人事件，一名年轻工人因此丧命[2]。无独有偶，谷歌的图像识别算法也出现了明显的种族歧视偏见；微软公司研制的机器人Tay也被指责存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倾向，它仅仅上线第一天就变成了一个“喜欢希特勒，抨击女权主义的恶魔”【同样应补标引著录相关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Northpointe公司建立的人工智能系统将犯罪率的矛头完全指向了黑人[3]；美国法院用来预测犯罪率的COMPAS 算法同样也将评分数据主要指向了黑人[4]；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居民John Gass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误认为反恐分子而被吊销驾照，根据报道，美国每周有超过1 000人在机场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5]。
尽管人工智能有强弱之分，但以未来眼光审视当前人工智能的诸多成果，整体而言，很难将其与强人工智能相关联。即便设计者意图开发一种高度智能化的设备，因为技术与材料的局限，设计出的产品也往往无法达成预期效果，所以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得不受制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程度。技术的确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但因为社会对智能化的期望值与现实输出产品之间存有较大差距，技术的推进总要来回踱步，甚至在某些时刻走向停滞，因此可以形象地将此时期描述为技术的“阵痛期”。
在此期间，社会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摆脱算法偏见的控制。如上所述，美国的人工智能走在世界前列，但种族歧视的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有任何消退。技术在性别、种族、安全等问题上都无法有效突破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偏见和认知，与此同时，人类对技术偏见的宽容度远远低于对于自身的宽容。若从社会冲突视角去看待此种现象，技术偏见成为社会冲突的动因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对人体的直接侵犯。如机器人失控直接攻击人类导致个体冲突，此种侵犯直面法律主体的人身权。欲想化解此种直观的冲突只能依靠技术自身，毕竟由技术自身产生的冲突是智能化社会所带来的必然代价。第二，对社会关系的间接侵犯。出于智能技术的高度专业化，因为使用主体无法掌控技术运行的全过程，所以容易出现主观上的误解和摩擦，当此种误解被舆论或其他外在传播媒介放大后，则可能会演变成为群体间冲突。如本研究提及的导航掉线案（以下简称“导航掉线案”），因为卫星定位装置掉线引发的只是执法层面上的个体冲突，但通过媒体传播后即衍变成了广泛意义上的舆论冲突。第三，对社会伦理的侵犯。自从1997年2月27日Nature发表了英国爱丁堡Roslin研究所维尔穆特成功地克隆出克隆羊多莉（Dolly）的成果[6]【应优先引用著录原始来源文献】，人类即开始游走在伦理的边缘。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使机器模仿人，更能直接创造“人”。
2.2 对基本权利结构的重构
其一，对隐私权的重构。作为世界范围内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案，欧盟议会于2016年4月14日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7]【无实质性引用】； 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2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颁布施行。一系列法律规范的相继出台说明了个体数据安全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而智能化社会治理中首当其冲发生权利结构改变的便是人格权下的隐私权。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数据是算法的前提，数据不可能凭空而生，只能由社会个体提供。人工智能由设计者所创，为民众所服务，但使用者与设计者却并不位于同一阶层，对于普通使用者而言，要么选择贡献出个体权利信息，要么选择退出智能化社会，这是一种零和选择。
[bookmark: _Hlk99872176]其二，对劳动权的重构。伴随着智能制造业的不断推进，劳动权的内涵可能会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者，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权向下发展，最终结果为，智能机器人替代劳动者进而变相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权；二者，劳动权向上发展，最终结果为，劳动者彻底掌控智能机器人，通过控制“智能劳动者”实现更高级别的劳动权。从社会整体视角看，上述变革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效率、便捷与安全，但对于普通的尤其是从事基础工作的劳动者而言，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彻底替代了自己，可能使其自身成为技术发展和资本积累的“牺牲品”。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劳动权内涵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层次，主观而言，劳动者享有自由参加劳动而不受非正当干涉的权利；客观而言，社会应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劳动机会以满足劳动者要劳动而获取劳动成果的需求。而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原本《宪法》所定义的劳动权丧失了客观层面的含义，如果社会个体丧失客观意义上的劳动权达到一定数量时，则会出现一种结果，即与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社会冲突理论相符合，科技的进步导致劳动者被替代，随着受挫感的不断增强，有较大可能会使他们滑向社会冲突的边缘。
其三，对社会自治权的重构。法律提供了结构和约束，可以使AI技术能够应对法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8]。但在社会自治领域却截然相反，人工智能蚕食社会自治权的方式可表现为两个层面：一则，面对未知领域，社会自治群体因无能力延续其自治权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治理；二则，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法治面对智能社会都表现出了相对滞后的一面，更何况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自治[9]。智能化社会治理借助普通社会族群所根本无法理解的技术化治理手段，将传统教化排除在外，这种艰苦的转变过程给民众尤其是尊崇经验主义的参与者带来了巨大的失落感，进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出社会治理的舞台。
2.3 社会关系的非自觉性变革
第一，由人际关系到人机关系。早期因为部分通用技术的存在也会存在初始人机关系，但智能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再需要面对面沟通，借助外在介质并以流量为传播媒介，人类实现了沟通的数据化。未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还会实现行为交互的数据化，法律规制范围也将由和谐的人际关系扩展至合理的人机关系。然而工具并非都是理性的，弱人工智能因为无自主意识，其交互实际发生在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社会冲突本质上依旧表现为人际冲突，与当前并无区分。而强人工智能的社会冲突则表现为双重含义：一是涵盖了弱人工智能，二是因为强人工智能的不可控制性和后天的学习能力会增加社会冲突的风险，从而产生不和谐的人机关系，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冲突。
第二，由群己关系到群际关系。传统社会展现出的更多是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的冲突关系，社会冲突的层次和广度都相对局限，而人工智能的加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格局。智能化社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来自于空间、时间和地域上的障碍，即使微观层面的矛盾也会因为传播媒介的流行而被迅速放大，进而发展为群际冲突。导航掉线案便是由群己冲突演变为群际冲突的典型案例，此案原本只是金某和执法主体间的微小冲突，但因为导航设备运行的不可预测性，进而被放大到人们对整个交通执法罚款的去向和立法规制问题的全面关注。
[bookmark: _Hlk69973737]3 社会冲突结构的关键性要素解析
3.1 社会矛盾的滞后调谐
一方面，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成为法学界的显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前的法律规制已经不能满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需要，规则制定者面对技术的发展只能以积极的态度不断追赶，但规制创新的速度仍远远落后于技术创新。例如当个人数据隐私被倒卖泄露、电信诈骗等频繁出现时，我国的《数据安全法》才姗姗来迟。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立法者所能做的只有尽量缩短滞后期，法律规制落后于技术发展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调和，只能尽力去协调。
另一方面，法律规制滞后于技术发展，而民众对于技术发展的理解又滞后于法律规制，从而双重滞后的局面形成。仍以导航掉线案为例，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作为初级智能技术，可以在监控、救援、预防疲劳驾驶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才会被以强制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舆论一出，大量的指责居然指向了立法强制的正当性。实言之，出于对智能技术发展的质疑将社会矛盾的矛头转移到制度体系上，属于典型的滞后思维。因为同民众对于立法的反应并不一致，人工智能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给社会意识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如同清末国民面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产物时所表现出的彷徨一般，如不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民众思想上的质疑即会转变成行为上的抗拒，从而会加剧社会冲突的产生。因此，尽快采取措施去消弭此种滞后便显得尤为重要。
3.2 正向冲突：社会冲突中的智能化社会治理
社会冲突与社会治理的关联可以时间为维度将其整体划分为两个阶段，二者在不同的阶段互为表里、互为基础。以弱人工智能正式应用到人类生活为时间节点，前者含义为，社会冲突为基础，智能化治理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工具，也即社会冲突中的智能化社会治理，这意味着冲突为形式、治理为手段，冲突在前、治理在后，因此可将其称为正向冲突。欲以智能化治理手段应对正向社会冲突必须要处理好两个核心命题：
[bookmark: _Hlk118912080]第一，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构。智能化社会将改变传统社会的资源分配方式。一方面，如果连设计者都无法留意到社会阶层的差异，则智能化设备更加无法为弱势群体主动留出资源分配空间。随着时间推移，当处于技术前沿的设计者意图改变这种现状时，此时所付出的改良成本可能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在差序格局下，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会逐渐积聚，从而以效率为目的的社会目标亦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智能化社会不再以过去单纯的力量、地位作为争夺资源的筹码。因为人类在未来科技面前将显得过于狭小，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甚至会摆脱设计者的控制，故社会冲突的矛头将由争夺社会资源转向与人类抢夺社会资源的智能化设备，随即人机冲突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二，秩序失范格局的重构。现代社会的秩序失范现状不同于过往，已经开始向着间接冲突的方向发展，群体的不满情绪更多地指向了类型化的社会阶层，如外卖小哥被扣车后无法忍受社会压力而跳河轻生[10]；10多年前的上海“钓鱼执法案”曾经轰动一时[11]；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同样成为当时各大媒体的头条[12]。个体因为利益不均衡产生的冲突行为放之于社会层面早已超脱其事件本身，普通群众开始主动对当下的社会秩序进行思考本应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何将这种思考正向引导，从而实现规制失范秩序的目标，这将是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 
3.3 逆向冲突：智能化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冲突 
与正向冲突相反，智能化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冲突意味着社会治理在前、社会冲突在后，这是一种由智能化社会治理方式所产生的新型冲突，逆向冲突来源于社会的智能化发展过程。
一者，逆向冲突表现为非稳定化的社会形态。智能技术的高频迭代决定了社会冲突的易变性，部分利益冲突在短时间内可能因为不符合社会场域而被立刻淘汰，由此导致了冲突解决方式的滞后。原本司法途径在解决冲突时即是“最后一道防线”，并且是行之有效的防线，但置于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下，旧有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变化迅速的冲突形式，也许会出现审判进行时而技术发生改变，最终导致诉的利益不复存在的尴尬情形。
二者，因为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而产生冲突共同体。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仅仅以国界作为界限，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将成为广义上的群体冲突，如日本核废水的排污问题。受制于技术发展瓶颈，当人们较难实现突破时，势必会将冲突的导火索转向同类群体，从而因为同一类型的受损利益而站在了冲突的同一方，继而利益主体跨越国界的束缚成为了冲突共同体，于是社会冲突的外延也将拓展成为国际层面上的冲突。
三者，受制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反向歧视随之产生。当前智能化技术发展仍处于雏形阶段，此时智能化技术的成果和弊端总是相伴而生。然而，人们已经习惯用“出厂即成熟”的固有认知去审视智能产品，基于此种认知，人工智能产品具有“十分”的实用价值即属应当，但哪怕具有一分一毫的瑕疵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失败的产品。用过于苛责的标准去对标当下处于雏形阶段的智能设备，人际矛盾便随之产生，生产者和使用者将分别成为冲突的对立面。于是，随着人工智能产品瑕疵的频繁出现，即会导致这样的假象产生：亲近人工智能会反受其害，规避智能化反而不会给自身带来麻烦，则反向歧视得以形成。
[bookmark: _Hlk75340495]4 智能化格局下社会冲突治理的妥协式纾困
[bookmark: _Hlk70238412][bookmark: _Hlk117156883]欲想在广泛意义上实现社会冲突的完美治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妥协式纾困意味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建构相应制度，争取实现科技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个体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均衡的协调共生关系。
[bookmark: _Hlk118912294]4.1 塑造社会冲突治理的“三维”空间
按照人机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含义，可将社会冲突的整体治理方向分为3个维度，分别为智能化设备自身、直接客体和间接客体。
[bookmark: _Hlk117152641]其一，关于智能化设备的本体规制。人工智能的“拟主体”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13]，重点在于设计者或使用者是否在事故发生时可以实现对智能设备的有效控制。以此为判断节点，如果能够实现，则采工具主义理论，即智能设备只是作为工具而出现的，不具有法律人格，由其背后的实际控制者承担相应责任，并且以控制能力的强弱作为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标准；但如果因为设备的高度智能化，设计或使用者已经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例如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存在功能性变种（function creep）的问题，设计时用于原始目的的机能产生了与最初设想不同的目的[14]，如此则智能设备脱离拟人化设定，成为法律意义上真正的主体，且立法层面无需对其进行单独的法律规制，因为一旦设备脱离设计主体的控制进而取得完全的自我意识时，自然也不会接受法律规制体系的约束，此时的社会冲突治理需要的是暴力机器而非法律工具。
其二，关于直接客体的法律规制。“直接客体”是一个统称名词，是指所有与智能设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包括直接接触者、被动受害者抑或是谋取利益者等等，诸如设计者、使用者、被侵权者等都是直接客体。对直接利害关系主体的法律规制应保持层次性设定，要对不同利害关系主体作出详细分层，通过法律上对主体权利的限制进而实现对智能社会秩序的维护。例如，可按其与智能设备的关联度，将设计者、使用者、受害者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同时按照由紧到松的原则进行权利约束。此外，法律规制目标也需要进行分层设置，一者，要重点关注设计者违反社会伦理肆意改变技术发展方向的行为；二者，要避免使用者将人工智能产品作为隐蔽侵权的工具；三者，要避免被侵权人或受害者因举证上的优势地位而滥用规制工具，继而导致行权失范。
[bookmark: _Hlk70249541]其三，关于间接客体的法律规制。间接客体主要包括监管主体和冲突解决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将其解释为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当智能化治理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发生时，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下积极履职以消减潜在的社会风险。具体来说，一方面，行政主体在严格遵循既有如合理行政、合法行政、程序正当、权责统一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适当向着智慧行政和弹性行政靠拢。智慧行政是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而弹性行政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应尽力改变强力执法模式，进而转向专业化和体系化的柔性治理。在智能化社会背景下，出于术业壁垒，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可能会大打折扣，所以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也是对自身执法行为的一种宽容，具体措施包括宽展公示期和行政复议的时效期、专家鉴定程序前置、灵活使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ADR）等等。另一方面，司法主体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首先要解决的是专业化问题。传统的司法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冲突主体的需要，因此，未来应当在人员、设备、机制、观念等方面进行彻底革新，不仅要注重硬件设施的智能化，更要在观念上接受人工智能的“拟主体”地位。
[bookmark: _Hlk118913539]4.2 建构应对社会冲突的综合性治理方略
智能化社会背景下，社会冲突以错综复杂的多重形式予以呈现，当然也包括细小琐碎的社会矛盾，而对未来技术发展规划的未知必然导致社会治理的“无知”状态，故要想事无巨细地制定一套智能社会的治理规则并不现实，但从宏观视角确定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整体方向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为此可尝试从两个方面作出具体的体系谋划：
[bookmark: _Hlk117165978]一是注重系统化社会治理。我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因此要注重系统化社会治理，立足于全局制定治理规则。具体而言，要在立法上突出整体性、执法上突出连贯性、司法上突出程序性。若有必要，应设计单独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机制，将立法、执法和司法3个环节予以整合，使用专业的人员、采用专业的方法处理特殊类型的冲突，要努力用规范化的流程将智能化的特殊性嵌入到普通的治理规则之中，最终实现冲突治理的整体化和全局化。
二是强调传统治理规则的主导地位。冲突治理并非只靠治理技术和程序即可达成目标，在智能社会的初级阶段，将社会整体做割裂式划分去构建治理规则并不可行。一者，受制于时代性。智能化治理的各项要素无法彻底独立于传统社会而存在。二者，社会治理必须考虑治理成本。无论对于规则制定者还是普通的社会个体而言，对社会整体做割裂式划分的治理成本明显过高，须知利益的平衡考量亦十分重要[15]。与智能社会相比，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依旧维持着稳定状态并且行之有效，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故，只要人工智能还未发展到拥有完全自主意识的阶段，智能化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冲突都将表现为人机冲突而非人与“智能人”之间的冲突。对此，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依旧具有明显的体系优势，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4.3 规训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技术理性
智能化社会治理除了要遵循全局治理和分阶层治理模式外，还应贯彻技术理性。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技术理性与智能化社会治理保持了高度的契合性，尤其价值符合性可以直接应用到社会冲突的治理中[16]。
首先，智能技术的发展应始终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要努力构建法律和伦理互相协作的技术信任规制体系[17]，对伦理的遵守体现的是对社会文明的尊重，未来智能技术必将扩展到各大社会领域，医学伦理、道德伦理甚至虚拟社会伦理等都应当成为技术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可以不断地向前发展，但社会个体却始终无法摆脱冲突主体的身份，诸多社会个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无法摆脱伦理规则的束缚。数据处理的后果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隐私问题，而是可以直接涵摄到个人、群体甚至更广范围内的基本权利，且伦理也是其中之一[18]。因此，要从目标、标准、方法、利益等多个维度，系统建构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的协同治理机制[19]。
其次，智能化技术应遵守透明发展的价值理念。一方面，冲突治理应当明确社会治理标准，要深化多渠道和多元化的社会开放模式，力求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20]；另一方面，要推进算法透明，为人工智能设定明确的“人为”边界[21]。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治理理念在西方法治思维的冲击下早已消失殆尽，法律规制可以由立法者轻易向社会民众公开，然而，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智能技术的使用权利被肆意剥夺，并且是公开、强制地剥夺。基于此，虽算法和代码的非透明化因为技术瓶颈而不可避免，但数据的处理和储存方式可以维持公开和透明，因为无论是从数据提供者的主观意图还是从现有的法律规制架构来看，隐私权和数据使用的知情权皆非常重要，故以立法去推进智能化技术的透明发展实为必要之选择。
最后，技术理性应当包括技术本身的自我评估和监督机制。超出人类控制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技术的发展除了要遵守既定的法律框架和伦理规则外，同时要为自身设定规避技术风险的事后应急机制，并且这种事后救济机制只能由设计者量身定做。技术理性应当在人的主观需求和技术进步之间实现衡平，智能技术应始终以人文去涵养其发展进程，满足人的主观需求才是智能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在遵守伦理规范的基础上，技术要为自身划定明确的界限，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技术发展的“围墙”。
5 结论
当前，智能社会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伴随着智能化社会的快速推进，新型社会冲突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冲突治理者必须要以新的理念和治理范式提前对可能出现的体系风险进行谋划布局。本研究从一则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的案例入手，对智能化背景下社会冲突治理的纾困路径进行了系统剖析，主要结论列举如下：
第一，通过对智能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冲突的动因进行系统分析后可发现，作为一把“双刃剑”，智能化技术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关于伦理、技术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矛盾，尤其在虚拟社会治理中已然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动因。处于“阵痛期”下的技术偏见、对基本权利结构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非自觉性变革都可能成为社会冲突治理的致阻因素。
第二，通过对社会冲突结构的关键性要素进行解析后可发现，社会矛盾的滞后调谐使得传统的法律规制已经无法彻底满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需要；智能化社会可能会打破旧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未来人机冲突亦可能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置于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下，旧有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变化迅速的冲突形式，受制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甚至可能会出现反向歧视的现象。
第三，欲想在广泛意义上实现社会冲突的完美治理几乎是不可能的，故可尝试妥协式的纾困路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建构相应制度，争取实现科技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个体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均衡的协调共生关系，进而实现智能化背景下对社会冲突的“善治”目标。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智能化设备的本体、直接客体、间接客体进行全面的法律规制，塑造社会冲突治理的“三维”空间；注重系统化社会治理；强调传统治理规则的主导地位；明确社会治理标准，深化多渠道和多元化的社会开放模式；从目标、标准、方法、利益等多个维度，科学建构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的协同治理机制等等。
当然，导航终端掉线案只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苦果”在当下社会的一个缩影，智能技术将社会自治在一定程度上逐出了社会治理的工具范畴，致使法律成为了规制社会冲突的绝对主角，然而法律具有滞后性，这意味着规则制定者必须要突破时代局限性才能对未来社会进行有效规制。纵观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传承在其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同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技术理性在当下社会仍具有实用价值一般，现代社会的冲突或矛盾亦会被传承至未来的智能化社会中，同时当下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将维持此等传承关系。因此，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关键是要克服因时空差异所带来的局限，进而以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为主导，辅之以综合性治理方略，最终实现法律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规训。毕竟，法律曾经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中，未来也一定会为智能技术戴上“紧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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